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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时期的“红色经典”电影，是“革命年代”

特有的产物和文化现象，其生成的语境与基本内涵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因此，其源头可追溯至

20世纪 30 年代的“左翼电影”，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不断被传承发展，始终代表着中国主流政治与思想文

化价值，在电影发展及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红色经典”电影的影像创造，承载着重要的政

治表意功能，可视为红色政权构建革命文化话语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批以党的文艺

路线和方针为指导，反映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激发人民大众爱党、爱

国、爱人民军队的热情，拥护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

引领新中国时代风尚，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优秀

电影作品，逐步确立起一整套独有的电影话语体系，

形成了独具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红色电影意象系统。

其作为一种视觉秩序与范式，对之后中国主流电影的

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影响深远。因此，有必

要基于影像本体论，对“红色”表意进行深入读解。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电影意象建构

“人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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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中国共产党是在将广大群众凝聚成为人民的

基础上建立新国家的。因此，“人民”是社会主义国

家的政治根基，也是中国共产党构建革命文化话语体

系的核心。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

艺为大众服务，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一创

作原则带来了电影艺术根本性的转变，即走向了一种

“人民电影”。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创作

为人民服务的电影，成为这一时期电影艺术创作的根

本原则。

那么，何谓人民呢？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最

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

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

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1）

显然，在这里“人民”是一个包含着政治属性与阶级

划分的概念。有学者提出“人民是指由中国共产党和

群众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政治实体，本质上是一种整体

性质的力量”。（2）而“人民”这一政治话语的内涵也随

着时代和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在抗日战争时期，

‘人民’包含一切抗日集团，是以共同目的为标准进

行划分的。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是和‘敌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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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阶层和阶级团体，凡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资产阶

级、地主阶级和反动阶级都属于‘敌人’的范畴，而‘人

民’与其对立。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一切赞成、拥

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

都属于‘人民’的范围。”（3）可以看到，人民的形成离

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是同构在

一起的。“将中国最广大群众凝聚成为人民，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治国理政的根本法则。”（4）因此，这也构

成了“十七年”时期“红色经典”电影以“人民”为中

心的意象建构的内在逻辑。

事实上，20世纪 30年代的左翼“进步电影”就已

经将取象的视角投向了民众。在意象的建构中“广泛

涉及阶级意识、社会理想、底层视角，强调个体价值

的实现必须和大众的利益相结合的进步观念”，（5）通

过表现劳苦大众的贫穷和悲惨，暴露社会黑暗。但是，

民众仅仅被认为是趋向光明的力量，被展示的观念化

个体，缺乏变革社会的明确目标，更缺乏凝聚成革命

活动的集体信仰。在左翼电影的意象中，生发着革命

的曙光，但远非革命实践的现实。例如，沈西苓的《乡

愁》（1934）中，在经历了流亡他乡的苦难生活后的杨

瑛一家人，最终将希望投向了革命。梅华最后在火光

中高喊“中国的民族精神在哪里呢？中国的青年在哪

里呢？”；《十字街头》（1937）里面对尖锐的民族矛盾

与阶级矛盾，四个失业的大学生最终离开彷徨的十字

街头，坚定地迈向革命的道路等等。在这样的一种“迈

向革命”的意象模式中，也隐含了民众需要由先进政

党的领导来进行革命斗争，“民众”也有待成为“人民”。

中国革命的实践表明，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人民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和进行社

会主义建设的必然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

服务”的方针，确立了“人民电影”的根本政治属性，

人民与政党意志合为一体。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

年，红色电影传承革命文艺传统，出现了一批以《白

毛女》（1950）、《钢铁战士》（1950）、《翠岗红旗》（1951）、《新

儿女英雄传》（1951）、《平原游击队》（1955）、《董存瑞》

（1955）、《上甘岭》（1956）等为代表的“红色经典”电

影。它们“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辅以经过政治提纯

的当代题材，承担着建构革命历史、确立民众身份认

同、传递主流意识形态的使命”。（6）其意象创造逐步

确立起以“人民”为中心的表意范式，建立起一种电

影意象的主体观念。这种主体观念渗透于电影“观物

取象”“立象尽意”“意生象外”的全过程。首先，“人民”

成为电影观取的对象和意象建构主体，电影开始以正

面人物或英雄形象展现集体化、工业化、革命化过程

中被组织成为一个力量整体的“工农兵”群体。其次，

“人民”也成为现实生活中电影艺术的接受主体。电

影不再是都市市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艺术，而成为广大

人民大众的艺术。同时，这一时期红色政权通过种种

措施建构红色电影的生产体系，建立起了一种以公有

制为主体的电影生产机制，整合了来自国统区、解放

区和新中国的创作队伍，将创作的主体也统一在党的

领导之下。

“如果说‘人民电影’还是一个政治术语的话，那

么论及‘人民性’就已经上升至美学的范畴。”（7）这一

时期的电影创作在毛泽东主席亲自为《人民日报》撰

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发表后，

更加具有以“工农兵”为核心的人民性，浓郁的革命

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气息成为

红色电影的基本风格，反映了国家意志和时代风貌。

1956年，随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提出，

电影的政治思想意蕴与革命艺术创作进一步统一，丰

富多样的题材类型既来源于工农兵现实生活真实，也

来源于文学、戏剧等的改编。观众的电影艺术体验更

加多样化，使电影进一步成为人民大众可欣赏、可接

受、可进步的先进艺术。“以国庆十周年献礼片为代

表，红色电影的修辞系统得以确认，比如泛政治化的

红色基调、牺牲和拯救的主题、复仇和成长的叙事原

型、善恶二元对立的人物关系和情节架构、以中近景

和特写为主的镜语使用，以及革命加爱情的叙事策略

等等。”（8）基本形成了具有时代特点的中国式意象审

美范式，以及为人民立“象”，讴歌中国共产党、中国

人民、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电影意象

体系。但是，受“反右”、“拔白旗”、极左思想等的影响，

一批电影创作者的思想热情被禁锢，造成“不求艺术

有功，但求政治无过”的消极心态，使中国电影意象

的发展受到限制。

但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电影人对影像的“取象立

意”因时而变，以“工农兵”形象作为绝对主角，积

极反映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典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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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人物、典型场景的塑造刻画，形成了这一时期电

影艺术“观物取象”“立象尽意”和“意生象外”的表

现手法。通过意象结构的合理营造，积极颂扬社会主

义政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以及人民当家做主的生活

新风尚。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意象建构，为以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新的国家民族为核心价值的电影审美理论

与实践奠定了重要基础。它继承了延安文艺和“延安

电影团”成立以来“人民电影”的精神遗产，又借鉴

了苏联电影的影像表达方式，形成了电影为政治服务、

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社会主义影像

表意体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电影意象审美特征。

二、“红色经典”影像范式的政治诗意

“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以表现社会主义新中

国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为核心价值，将时代的“红色”

之意寓于电影之“象”中，使观众能够通过影像真切

地看到一个蓬勃向上的“新中国”，并完成新的自我身

份建构，引导其想象与认同新的社会政治现实。其政

治与艺术结合的、充满革命激情的电影“政治诗意”

之象，是“社会普遍心理、艺术自觉意识与国家强大

的政治意志交融在一起”（9）的历史必然。“红色经典”

电影将历史的、精神的、情感的政治诗意，融入到典

型人物塑造、电影音乐运用和电影空间营构之中，形

成了特色鲜明的“红色经典”影像范式。

（一）表现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典型人

象

“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中的人象，是以人为核

心取象所生成的电影意象，承载着电影的人文思想、

阶级情怀、价值标准、人生追求、意识形态等，表现

出强烈的国家意志。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群象，是通

过对刘胡兰、董存瑞、杨子荣、聂耳、王成、红色娘

子军、党的女儿、铁道游击队、英雄儿女、红孩子等

典型群象的塑造，反映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

月换新天”豪迈精神，极大地感染着观众，激励着民

众对英雄、党、人民军队和新中国的无限热爱。

典型英雄人象塑造的核心，是反映共产党领导的

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成立新中国，并开展

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实践。所以，电影人象的塑造具

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指向性，具有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

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特征。例如，电影《白毛女》中喜儿、

杨白劳、王大春等正面人象的塑造与黄世仁、穆仁智

等反面人象的塑造，呈现的是旧社会制度及地主阶级

的恶，贫苦底层农民的阶级恨，确立的是推翻旧政权、

成立新中国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同样，电影《红色娘

子军》（1961）中吴琼花、洪常青及娘子军战士的人象

塑造与南霸天及其武装恶势力人象的塑造，呈现的是

妇女的冤仇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事斗争的正确与

最终的必然胜利。

这一时期典型人象的塑造也突出地反映了毛泽东

军事思想，如《南征北战》（1952）、《地雷战》（1962）、《地

道战》（1965）等影片，将人民战争的思想寓于人象建

构之中，使英雄充满了与敌人斗争的坚定意志、机智

勇敢、乐观无畏，与敌人的不得人心、阴险残酷、愚

蠢滑稽形成鲜明对比，使观众在民族和阶级的情感中，

感受到寓教于乐的效果。同样，一批反映社会主义建

设的影片，如《护士日记》（1957）、《花好月圆》（1958）、

《五朵金花》（1959）、《我们村里的年轻人》（1959）、《满

意不满意》（1965）等中的典型楷模，从不同角度塑造

和树立了新中国不同领域的典型人象，以象喻意揭示

了社会主义的新型价值观。

英雄楷模人象的塑造不是个性的展示，而是“类”

的典型。影片中集中体现的是共产党员形象，实际上

是把党的原则引入了艺术。英雄的成长往往与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人民集体、军队等密不可分，这是英雄楷

模的成长母题。例如，影片《中华女儿》（1949）中的胡

秀芝、《青春之歌》（1959）中的林道静、《红色娘子军》

中吴琼花、《英雄儿女》（1964）中的王成，以及《赵一

曼》（1950）、《刘胡兰》（1950）、《董存瑞》、《聂耳》（1959）

等影片中的英雄人物。党的领导、革命军队、革命家庭、

受压迫最深的人民成为英雄楷模成长的最重要途径。

正如《青春之歌》小说作者兼影片编剧杨沫所言：“一

些人，他们幸运地遇到了中国共产党，他们的景况就

变得大不相同。一个人一旦有了共产主义大理想，……

他把个人的命运与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后，

他的生命也自然变得充实、巨大起来……”（10）在这

样一种故事意象的表述中，中国共产党与英雄的成长

同构在一起。

（二）充满激情与诗意的电影音乐之象

音乐作为电影意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

表意作用，与影像画面互为注解，共同抒写着革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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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建设的真情与浪漫。不同的主题插曲形成了

不同的乐象和电影风格。如《战火中的青春》（1959）主

题插曲《战斗进行曲》，它不同于抗战时期大多数军歌

的凝重威武，而是以轻快、活泼、豪迈的战士的口吻

唱出了“我擦好了三八枪，我子弹上了膛……缴获它

几支美国枪 !”蕴含了人民解放军藐视敌人和必胜的

信念。《红日》（1963）的主题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

用极富山东民歌特色的音调，优美舒缓地唱出了“一

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鱼水难分

一家人，……幸福的生活千年万年长”，抒发了山东

解放区人民热爱家乡、热爱子弟兵、保卫胜利果实的

真挚情感。《英雄儿女》的主题插曲《英雄赞歌》以稳

健舒展的旋律和民族唱法礼赞英雄，“烽烟滚滚唱英

雄，……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乐象与英

雄影像相结合，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壮美魅力。通过音

乐的象意生发，有力地升华了影片的主题。

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新生活的电影插曲，如《运

动员之歌》《草原之夜》《人说山西好风光》《重逢》等，

少数民族影片插曲《敖包相会》《婚誓》《花儿为什么

这样红》《马铃儿响来玉鸟唱》等，以及少儿影片插

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

都结合电影情节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社会变化主题，乐

象承载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功能，并充

满了政治诗意。

（三）具有民族化叙事审美特点的空间意象

电影作为流动的影像画面，空间不仅是故事发生

的背景，也具有隐喻主题思想、触发观众情思、渲染

环境氛围、形成艺术风格、唤醒审美感受的表意功能。

正如晚清学者王国维语“一切景语皆情语”。

例如，《英雄儿女》开篇场景，不但交代了背景，

而且反映了志愿军与朝鲜人民情感共鸣的画外音。在

硝烟背景下，英雄王成孤身面对群敌的全景和特写场

景、王成牺牲后的山河空镜头场景、军营和战地向王

成学习演唱《英雄赞歌》并配以诗朗诵的场景、王芳

在前沿阵地演唱《英雄炊事员活捉美国佬》的场景等，

形成了以高昂的情绪抒发战斗意志的景象，承载了政

治诗情的宣传教化之意。《上甘岭》在电影最后伴随

着主题插曲《我的祖国》，在英雄与几组祖国大好河山

和建设的空镜头之间的切换，形成的虚实结合的空间

场景之象，强烈渲染出保家卫国的主题思想。《中华

女儿》则是以纪实和大量长镜头、全景式展示的手法，

描写抗联女战士们在东北冰天雪地的密林中英勇顽强

战斗的过程。如绝境中战士们决然簇拥着指导员的遗

体，一齐奔向滚滚而去大江的场景，胡秀芝负伤掉队

后一路爬行留下行行血迹的场景等，整体营造出了深

沉悲壮的崇高美和为自由而斗争的崇高精神。

从中国传统审美意象来看，这一时期的部分红色

电影开始尝试将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和艺术表现形式融

入电影叙事的场景中，注重空间景象的意境追求。如

《芦笙恋歌》（1957）、《柳堡的故事》（1958）、《枯木逢

春》（1961）、《红日》等影片，开始注重把握空间环境

之象的营造与故事情节和叙事风格的关系，以景写情、

情景交融，用舒缓委婉的调子抒写场景之意。《柳堡

的故事》开始将江南水乡的小桥流水、杨柳婆娑、云

影水田、扶犁耕作的近景与远处转动的风车和士兵们

行走在水田间的全景，有机组成一个多视点的移动空

间意境之象，既展示了故事情节的空间环境，也奠定

了全片的叙事基调。同时，影片也通过人象、空间景

象和贯穿全片的《九九艳阳天》主旋律及歌声的融合，

呈现了新四军战士李进与农村姑娘二妹子的爱情故

事，含蓄地表达了具有深远革命意义的爱情主题。《五

更寒》（1957）既通过自然冰雪天气的严寒与处于革命

斗争逆境时艰苦环境相联系营造景象，也通过人的情

感、人性的多面性营造人文环境景象，反映了革命进

程的艰巨与复杂，深化了中国式的情感审美价值。当

然，像《南征北战》、《护士日记》、《女篮 5号》（1957）、《地

雷战》等影片在空间取象立意方面都各具特点，尽管

它们还存在缺陷，但均有中华传统意象审美的深深印

记，体现着中华传统艺术精神。

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像编码策略

电影意象的生成，是创作者将主观的思想情感纳

入电影的艺术结构之中，从而创造出一个符号化的电

影意象世界的过程。“十七年”时期，以服务政治为

核心使命的“红色经典”电影，在国家意识形态的主

导下不仅将取象的对象转变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

人民，同时也将这种政治意涵寓于电影取象和立象的

过程之中，摸索出一套与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的电影语

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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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一种表象，在这个

表象中，个体与其实际生存状况的关系是一种想象关

系”。（11）由此揭示出意识形态的功能，即把个体“询唤”

为主体。而电影媒介恰恰为意识形态的运作提供了天

然的优势。创作者通过摄影机之眼“观物取象”，并通

过蒙太奇的组接生成银幕意象，由此将一个附着了意

识形态的审美客体隐藏在物质性的表象之下。使观众

在观影过程中，通过认同摄影机而进入主体的位置，

进而获得想象性的满足，以此实现意识形态的效果。

因此，“十七年”时期“红色经典”电影的视听语言整

体上是以创造一种政治性的银幕意象为出发点，尽可

能地消除其与观众的间隔，以强有力的手段感染、同

化观众，使观众与银幕无间离地融合。其中，以特写、

构图和蒙太奇的使用最为典型。

（一）面部特写镜头

作为极具主观化、情绪化、抒情化的表意方式，

面部特写镜头为“红色经典”电影提炼出了富有强烈

政治意义的人格形象，传递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借助个体符号实现群体性的

情感体验”与“直接的集体化归属”。（12）

匈牙利电影理论家巴拉兹指出：“优秀的特写都是

富有抒情味的，它们作用于我们的心灵，而不是我们

的眼睛。”巴拉兹认为：“苏联电影发掘并表现了大量

富有阶级特征的脸”，而“赋予人脸和面部表情以‘阶

级特征’是电影的一个重要的新创举”。（13）他以爱森

斯坦的影片《十月》（1928）为例，指出“在这部影片里，

不仅工人的脸与贵族的脸在公开的冲突中被并列在一

起，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和稳健的社会主义知识分

子也都在额头上带有他们自己的鲜明阶级烙印，当水

兵们把他们拦住在桥上，面面相对的时候，从两种截

然不同的面部特征里反映出了世界上两种不同思想

体系的斗争”。（14）这种特写的运用，也被“红色经典”

电影所借鉴，用以刻画富有阶级性的人民意象，具有

突出的政治美学功能。例如，董存瑞、王成、吴琼花、

江姐等人物形象的脸，呈现出镌刻着革命精神的英雄

之象；黄世仁、南霸天、松井等人物形象的脸，呈现

出反动的地主、鬼子之象；而林则徐、邓世昌等历史

人物的脸庞，则呈现出打着历史唯物主义烙印的民族

英雄之象。

特写镜头在整部影片中，往往不是为了叙事存在，

而是在故事情节之外，起到表意的作用。可以观察到，

“红色经典”电影在故事情节的高潮部分，大都选择

以面部特写镜头结束。创作者通过特写镜头使人物与

故事背景抽离开来，从而将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人物

的言行举止和动作神态上，细腻地展示出人物内心的

精神世界。例如，董存瑞炸碉堡的壮烈场景（《董存瑞》）、

林道静在共产党感召下得到“新生”时激动的神情（《青

春之歌》）、具有反抗精神的朱老忠桀骜不驯的神态（《红

旗谱》，1960）、邓世昌正义凛然的面孔（《甲午风云》，

1962）、张嘎子要为奶奶报仇雪恨的悲愤表情（《小兵张

嘎》，1963）等等。这些电影经典画面，都是通过面部

特写的“微相学”建构人象，传递革命、阶级和政治

的内在含义。

（二）电影取象的视角

在“十七年”的“红色经典”电影中，取象的视

角被进一步政治提纯，作为政治批判和阶级斗争的表

述。例如，在《白毛女》中，当抗日潮流涌动，黄世

仁和穆仁智因惶恐而求拜“白毛仙姑”，以及镇压黄世

仁等画面，都采取俯拍的视角取象，以突出反动阶级

的虚弱和渺小。《红旗谱》中一场朱老巩与冯兰池斗

争的戏中，导演仰观取朱老巩之象，俯察取冯兰池之

象，以表现出正义与反动之意。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化

的构图，在后来“文革”时期的样板戏中，被进一步

程式化为“敌小我大、敌远我近、敌俯我仰、敌暗我明”

的构图法则。

（三）蒙太奇：电影意象建构的重要手段

虽然，“十七年”时期的电影人更多将蒙太奇作

为一种组接镜头的技术手段来认识，强调其基本的叙

事功能，使影片整体呈现出一种“戏剧式美学”的风貌。

但是，在苏联蒙太奇学派的影响下，“红色经典”电

影中的蒙太奇在很多时候也成为了创造政治激情的表

意方式，而非仅仅是建构故事情节的手段。普多夫金

式的叙事、抒情蒙太奇强调叙事与表意的结合，成为

这类“红色经典”电影的主要艺术手法。例如，《祝福》

（1956）中，祥林嫂从婆家逃出，来到鲁四老爷家做帮工，

导演将她劳作的镜头与桃花盛开、风筝飞舞、小鸭戏

水等画面组接在一起，使得祥林嫂内心的感受通过镜

头语言得到了生动的呈现。《青春之歌》中，林道静

读苏联小说读到红军胜利的情节时，导演将林道静喜

悦的面部特写与窗外盛开的玉兰花组接在一起，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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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接受新思想时如沐春风的感受。《红旗谱》中，当

朱老忠经历了儿子被迫充军、运涛被捕入狱、志和兄

弟被逼卖田等事件后，与革命领路人贾湘农对话，当

贾说出 “如今你是把个人私仇和被压迫阶级的命运连

在了一起，革命一定会胜利的”这句话后，画面镜头

缓缓推向朱老忠，紧接着便是将一棵挺拔的青松与之

叠印，由此象征着无产阶级群众的革命精神常青。

除了普多夫金式的政治抒情，“十七年”红色经

典电影某种程度也贯穿着爱森斯坦式的政治理性因

素。爱森斯坦强调通过镜头的对列、碰撞、冲突创造

新的含义，这本质上就是一种意象思维。目的是通

过蒙太奇的组接把影片“提高到真正的激情和富于情

绪感染力的程度”，（15）创造观众的联想，以此达到感

知和情绪上的力量。其内核不是叙事而是通过意象的

创造来传递思想、渲染情绪。虽然，由于爱森斯坦的

理性蒙太奇所具有的抽象思辨色彩，与“十七年”电

影的“工农兵”方向存在差异，以及它所呈现出的形

式主义倾向，使其理论主张在这一时期没有受到广泛

的重视。但是，爱森斯坦对蒙太奇“革命性”的意识

形态表意功能的发掘，仍然为“十七年”红色经典电

影的影像探索提供了借鉴。例如，成荫在《钢铁战士》

中，将面目狰狞的恶魔石像与敌工处长的镜头并置在

一起，以凸显其丑恶不堪。李恩杰在《矿灯》（1959）中

将工人路子拉煤罐的镜头与骡子拉空斗的镜头并置在

一起，通过交叉剪辑，表现出工人被剥削的惨状等等。

这样的蒙太奇运用在“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中并不

少见，体现出一种对意识形态表意性的追求。

结语

“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形成的意象体系，作为

一种视觉秩序与范式，对之后中国主流电影的发展影

响深远。鲜明的“人民性”、政治诗意和独特的意象语

言风格，对当今电影的创新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随

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电

影将在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方面发挥

更加重要的作用。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导下，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

教育，用中国特色的电影意象语言讲好中国故事，展

现新时代中国形象，是中国特色电影理论建设与实践

的重要任务。从中华传统意象美学出发，以人民为中

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使

中国电影形成更能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

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艺术风格，是中国

电影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意象之美是思想性、艺术

性、观赏性的有机统一，丰富的中华意象审美内涵，

既给电影观赏者以审美情趣，也给创造者以精神启迪，

即“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是中国

电影的根本价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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